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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学会中的湖南第一师范学人与湖南建党实践 

曾长秋
1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一百年前，新民学会发出了湖南建党先声。新民学会会员多为湖南第一师范学生，毛泽东、蔡和森、

何叔衡等人的早期革命活动，与国内最早建党的 6个地方几乎同时进行。一师学人投身五四运动，组织勤工俭学，

创办文化书社，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在湖南建团直至建党，这些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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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湖南第一师范(以下简称“一师”)学人为主体，于 1918 年 4 月 14 日在长沙岳麓山下的溁湾镇成立了新民学会。作为湖

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团体，会员们认定了奋斗目标就努力前行。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

一批志同道合的学友就以一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出发地，以新民学会为“国外开拓、国内发展”的联络平台，共同探讨

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问题。他们走出湖南到北京、上海，远涉重洋到法国、日本、南洋诸国，去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经历

了近代湖南乃至全中国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大事变”,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 

一、五四时期一师学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 

五四时期是一个“群雄立党救中华”的年代，社团林立，政党蜂起，各种救国主张纷纷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可是，由于刚

从国外传入的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繁多，人们总是“隔着窗纱看晓雾”,朦朦胧胧，分辨不清其政治主张。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

理，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新民学会成员经过五四运动洗礼，思想与时俱进，相继发动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驱张”运

动、自治运动，尔后又创办了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直至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在湖南建团、建党。他们追逐时代大潮，成

为追赶潮流的弄潮儿。 

1919 年 8 月，毛泽东为组织勤工俭学，第一次到北京，考察了“工读互助”新生活。回到长沙以后，他在岳麓山下试验过

“新村主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消除劳心、劳力两个阶级的区别。毛泽东后来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白地说：“在那个时

候，我的思想是自由文化、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

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1]125 

不但中国早期革命者如此，就连苏维埃俄国也如此。在回顾俄罗斯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时，列宁深有感触地说：“俄国

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

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受了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理论。”[2]

这个描述，也是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寻找真理过程的生动写照。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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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愿与东方邻国——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经上海《东方杂志》转载，中国人“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已是劳苦大众

当家作主的国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对此评论：宣言体现了苏俄宪法“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中国人过去饱

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应很好地“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
[3]
,使自己的国家自强自立。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使毛泽东等一师学人开始确立新信仰。由于发动“驱张”运动，

毛泽东于 1920年初第二次到北京。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对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常去

北京大学找邓中夏和罗章龙，除了商量“驱张”和湖南“自治”的事宜，还请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情况。1936年，

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谈话，说当年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还形容自己——像一头牛闯进了菜园，专挑喜爱的东西吃，其

中三本书铭记在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以上三本书对毛泽东产生过很大影响，不仅在 1936 年对埃德加·斯诺讲过，而且在 1941 年 9 月对中央妇委和西北局的妇

女生活调查团也讲过：“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

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4]可是，1920 年初，这“三

本书”尚未译出，虽然毛泽东读书的时间因记忆略有“提前”,却不否定其世界观转变的事实——他是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走

到马克思主义者行列来的。“到了 1920 年的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131

 

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中国最早的先进知识分子，主要受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影响。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

间，读过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20 年 4月，他离开北京赴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送行，此时，陈独

秀已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及随员杨明斋会面，开始在上海筹组早期共产党组织。毛泽东在多次会晤陈独秀后写下回忆：“我

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

象。”毛泽东甚至评价陈独秀：“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1]132-133

 

1920 年夏，毛泽东、彭璜、李思安等人在上海拜访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当面请教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彭璜写过《对

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于 8月 27日至 30日在长沙《大公报》刊出。毛泽东此时写的《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

多小中国——从湖南做起》,也记载了他们一起拜访维经斯基的感受。毛泽东告别陈独秀时，谈了回湘的打算：为了做到“以俄

为师”,先创办文化书社，再成立俄罗斯研究会，还准备组织湖南青年赴俄国勤工俭学(后来输送了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

萧劲光等人去莫斯科)。陈独秀向毛泽东透露了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上海发起的信息，并把湖南列入组党的计划之中。 

毛泽东于 1920 年 7月 7日回到长沙，一方面致力于创办文化书社来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另一方面为实行湖南自治而奔走

呼号。然而湖南督军谭延闿在自治运动高涨之时便撕下了开明的伪装，自治运动的失败，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反思，随之抛弃

了社会改良幻想，接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欢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列主义，积极寻找新路，踏踏实实地研究

中国的问题。1920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给向警予写信表示：“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

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必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

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5] 

与此同时，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罗学瓒、萧三等人在法国已接触到世界大潮，眼界更加开阔，在蒙达尔纪会议上提出

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尤其是蔡和森从报刊和工人运动中了解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写信回国，建议陈独秀、毛泽

东成立中国共产党；
[6]131,163

何叔衡、彭璜、易礼容、陈昌、夏曦等人则留在长沙，与毛泽东一道从事学生运动和民众斗争的实际

工作。他们发行《新青年》和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逐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的认识，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先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萌发了建党和革命的“初心”。在法国的李维汉、李立三、李富春等人经蔡和森的帮助，尤其是读了

蔡和森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某些经典著作，也放弃了工读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新民学会的创

始人萧子昇赴法勤工俭学以后在华法教育会任秘书，受吴稚晖等人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至深，尽管毛泽东、蔡和森做了许多工作，

仍表示对社会只能进行“温和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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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师学人在湖南建党活动中的作用 

新民学会自 1918 年成立以来，至今已超过百年历史。国内外对新民学会和湖南建党的研究，肇始于 1936 年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的《西行漫纪》,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当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成立初，湖南省博物馆征集

了许多涉及新民学会的文物，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浏阳籍会员钟国陶献出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三册和两份《新民学会会务

报告》。最直接的资料是《毛泽东早期文稿》,收入了毛泽东 1912 年 6 月至 1920 年 11 月的文章 152 篇(其中正编 132 篇、副编

18篇)。1980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民学会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些与新民学会和湖南建党相关的史料。国外学者直接

研究新民学会与一师的著作只有一本，即由美籍华人刘力妍博士学位论文扩充的《红色起源：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

义的创建(1903-1921)》。 

以一师学人为主体成立的新民学会，孕育了一批共产主义者。根据湖南省党史研究院和长沙新民学会纪念馆的统计：参加

新民学会的会员前后共 78 人，[7]其中女会员 20 人(主要来自周南女校);男会员主要来自一师，来自一师的男会员有 47 人(其中

学生 41人、教师 6人)。新民学会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者 37人，其中蔡和森不仅最早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而且最

早向中国传播了列宁的建党理论。毛泽东、何叔衡为中共一大代表，一大之前入党的一师还有李达、李中、李启汉、罗章龙等

人。新民学会为中国革命牺牲者达16人，包括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郭亮、陈昌、夏曦、方维夏、张昆弟、罗学瓒、李启

汉、陈子博、彭平之、傅昌钰、彭道良、谢南岭、罗宗翰等。以上除了向警予、罗章龙、李启汉、陈子博以外，均为一师学人。
[6]603-604 

新民学会会员是湖南革命活动的中坚力量，从 1918 年至 1921 年，他们从长沙到北京、到上海，再从巴黎到蒙达尔尼到南

洋，其足迹遍及五湖四海、万水千山。他们心中自有一团火，引领革命活动在艰难曲折中不断深入。他们响应和参加了五四运

动、创办或改造了《湘江评论》和《新湖南》,开展了“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也组织了湖南青年先后赴法、赴俄勤工俭

学；他们通过创办文化书社和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逐步完成了湖南建团和建党的历史任务。

然而，湖南建团、建党的地点并不是在发生在会员最多的一师校园内，而是发生在潮宗街 56 号的文化书社(租借“湘雅”医学

院空置校区)。究其原因，是因为这批一师学人在五四运动之后陆续毕业了，活动重心移到了校外。 

湖南先进知识分子的建党活动，分国内、国外两条线进行。1920 年 7月 6日到 10日，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在蒙达

尔尼公学举行了 5 天会议，讨论蔡和森提出的“改造中国和世界”新宗旨，后来又讨论了成立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问

题。[8]1921 年 1月 1日到 3日，毛泽东与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潮宗街文化书社举行“新年会议”,热烈讨论之后进行表决：“赞

成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起立者”占与会人数的 67%。我们可以把这“三天年会”看作湖南建党活动的“热身”,而“1921 年

5月”则是湖南完成建党的“标志”。 

在此之前，陈独秀确实委托毛泽东在湖南建团、建党，李中也从上海寄来了一些建团、建党的文件和资料。1920 年下半年，

毛泽东、何叔衡虽在酝酿成立党组织，却未成型，也没有确定组织的名称。1974 年，毛泽东在湖南省委“九所”(内部宾馆)说

过，湖南先有团、后有党。经过 1921 年元旦期间 3天的讨论并未达成共识，毛泽东便邀部分人先建团。据当年 1月 6日毛泽东

给彭璜的信中通知他 1 月 13 日到文化书社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议。毛泽东 1933 年 5 月在江西中央苏区亲笔在自己的

党证上填写“1921 年 5月”入党。因此，1921 年 5月初便有了湖南早期共产党组织。毛泽东、何叔衡参加中共一大回来，于 1921

年 10 月 10 日在长沙协操坪的树林里组建了中共湖南支部，支部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彭璜、陈子博和彭平之 6人(萧

三回忆有彭平之，未提及贺民范，其他 5人则公认)。新民学会在法国的会员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李维汉、李富春、蔡畅、

罗学瓒、张昆弟等，一部分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被法国警察武装押送出法国，归国以后许多人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留下者

也于 1922 年 6月 18日在巴黎参加了由周恩来、赵世炎创建的旅欧“少年共产党”。 

中共一大以后，毛泽东深入学校、工厂、铁路、矿山，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到 1921 年冬，中共湖南支部迁入清水塘 22

号时，陆续加入者有贺民范、李立三、夏曦、郭亮、夏明翰、姜梦周、贺恕、李六如、杨开慧等十余人。毛泽东担任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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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叔衡为组织委员，易礼容为宣传委员。按照中共中央局的要求，凡有党员 30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区执行委员会。1922 年 5月

1日，新成立的中共湘区委员会辖 3个支部：即 1922 年 2月成立的安源支部(李立三为书记)、湖南自修大学支部(姜梦周为书记)、

湖南第一师范支部(夏曦为书记)。毛泽东亦两次去衡阳第三师范帮助建党。中共湘区区委除了有党员 30多人之外，还能领导团

员 60多人，辖直属工会 2个(粤汉铁路、安源路矿),联络工会1个(湖南劳工会)。至 1923 年 4月，毛泽东调中央工作时，湖南

已有 123名党员、260名团员，在长沙、浏阳、湘潭、湘乡、平江、常德、益阳、衡阳、衡山、耒阳、宜章、嘉禾等县市播种了

共产党员的种子。毛泽东等一师学子是“播火人”,星星之火，已待燎原。 

三、一师早期革命家对湖南党组织发展的贡献 

古往今来，大凡成就一番事业的团体，都由一批对国家、社会、民众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物所维系。正如列宁的《怎

么办?》一文所写：“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经过考验、受到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

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9]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民学会会员的结合是一场寻找志同道合旅伴的旅行，

是一场寻找“真同志”携手走上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之路的发现之旅。毛泽东从上海返湘以后，成立文化书社销售《共产党宣

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等书籍以及《新青年》《劳动界》《时事新报》等报刊，在进步学生和

青年工人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从中寻找“真同志”。他们组织俄罗斯研究会成员每逢星期天下午到文化书社阅览室读书，讨

论时事政治，最终一部分人走到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列中来了。湖南建团、建党的事，都发生在文化书社

的阅览室内。 

湖南在全国属于建党最早的省份之一，中共创建与两个学校息息相关：北有北大红楼，南有长沙一师。中共一大以前，散

布在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共有 50多名早期党员，其中湘籍会员约 20位。他们之中除了湖南早期组织的 6名党员以外，外地还有：

在上海入党的李达(零陵人)、陈公培(长沙人)、周佛海(沅陵人)、林伯渠(临澧人)、李启汉(江华人)、李中(双峰人)、李季(平

江人),在北京入党的邓中夏(宜章人)、何孟雄(炎陵人)、缪伯英(女，长沙人，何孟雄之妻)、罗章龙(浏阳人)、李梅羹(浏阳人)、

朱务善(津市人)、吴汝铭(长沙人)。至于罗章龙回忆浏阳人在京读书的早期党员有宋天放和陈德荣，前者是否入党仍有待考证；

后者虽已入党，有学者考证他是海南省文昌县人，不是湘籍早期党员。 

湖南建党与新民学会密不可分，其成员主要来自一师。在78个会员中，属于一师的师生有 47名。分别是：毛泽东(湘潭人)、

蔡和森(双峰人)、何叔衡(宁乡人)、李维汉(长沙人)、罗学瓒(湘潭人)、陈昌(浏阳人)、郭亮(望城人)、夏曦(桃江人)、张昆

弟(桃江人)、周世钊(宁乡人)、熊瑾玎(长沙人)、张国基(益阳人)、李中(双峰人)、萧子昇(湘乡人)、萧子暲(湘乡人)、贺果(邵

东人)、萧青野(湘乡人)、罗宗翰(安化人)、刘明俨(安化人)、陈书农(长沙人)、陈绍休(浏阳人)、彭道良(浏阳人)、邹彝鼎(湘

阴人)、邹蕴真(汉寿人)、周名弟(湘潭人)、叶兆桢(益阳人)、傅昌钰(浏阳人)、欧阳泽(益阳人)、谢南岭(宁乡人)、夏石泉(武

冈人)、曾以鲁(武冈人)、熊光楚(湘乡人)、蒋竹如(湘潭人)、张怀(长沙人)、刘修秩(湘潭人)、萧道五(湘潭人)、张超(湘乡

人)、钟秀(湘阴人)、喻恒(平江人)、姜慧宇(宁乡人)、易阅灰(长沙人)。此外，谢觉哉(宁乡人)、方维夏(平江人)、匡互生(邵

阳人)、钟国陶(浏阳人)、李云杭(湘阴人)、熊梦非(湘阴人)在五四时期皆为一师或一师附小的教员。属于一师但没有加入新民

学会的著名党员有：任弼时、李达、徐特立、袁国平等；不属于一师而成为新民学会会员的名人有：罗章龙、李启汉、彭璜、

易礼容、陈子博、彭平之、向警予、杨开慧、蔡畅、刘清扬、许文煊、陶毅、劳君展、魏璧、任培道、李思安、周敦祥、贺延

祜、熊季光、熊淑彬、李振翩……从名单看，可谓群英荟萃。印证了岳麓书院大门旁对联所写“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歌颂了

湖湘子弟“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10]。 

湖南勤工俭学和湖南建团建党的实践活动，主要由一师学人推动。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六个地方早

期党组织”中，中共一大之后发展的党员以湖南人数最多、素质最好，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也最大。罗章龙当年写诗称赞：“济

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1988 年，蔡畅为新民学会纪念馆题词：“毛蔡寄庐流芳千载，新民学会建党先声。”新民学会发出

了湖南建党的先声，78名会员先后加入共产党者37人。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成立的“工学世界社”(开始称“勤工俭学励进会”,

后来部分成员组建了“少年共产党”),实际上是新民学会的海外分支。其中产生了如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李富春，中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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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委员颜昌颐、欧阳钦，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林蔚、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傅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李慰农、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

楷、开国少将唐铎等人物。中共早期党员刘清扬则是新民学会在法国发展的会员，她与丈夫张申府一起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以一师学人为主体的新民学会会员中，不但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早期共产党人，还有一批学有所成的专业人才。如：师从居

里夫人的物理学家劳君展，旅美医学家李振翩，中法文化交流先行者萧子昇，《国际歌》翻译者萧三和美术家曾以鲁，文史馆员

李思安、邹蕴真，著名记者唐耀章、黄醒，知名教授魏璧、陶毅、周敦祥、任培道、吴家瑛、杨润余、陈书农，华侨教育家张

国基，被毛泽东称赞的教育家周世钊、张怀，被巴金称为“有理想、有干劲”的教育家匡互生……群星灿烂。他们投身于科技

救国、教育救国或实业救国，为近现代中国的科教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四、近代以来一师人才辈出的原因 

湖南近现代人才辈出，涌现的人才群体与一师及其前身城南书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湖南近现代有三个人才群：湘军和洋

务运动人才群，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人才群，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才群。[11]尤其是第三个人才群体，其成员大部分来自一师。其

中，毛泽东和蔡和森经常一起谈论天下大事，切磋学问，情同手足。他们的恩师杨昌济对两人评价甚高，去世之前写信给章士

钊：“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2]
他们不负导师“欲栽大木柱长

天”的期望，成为了近现代中国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的成长经历，可谓——学校铺路，老师引路，学友同路。 

“伟人长于此，必有其原因”。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文化传统的滋养和人文环境的陶冶，湖湘大地尤其是湖湘文化哺育了近

现代湖南人的革命性。湖南人的革命性，铸造了“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湖南精神。在他们身上一般具有三气：刚气、霸气

和灵气。湖南人的性格，体现了湖湘文化的特质。湖湘文化特质的形成，历经先秦楚文化的孕育、宋明中原文化的洗练，后来

才有“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的美誉。众所周知，湖南人“认死理”——只要认准目标，就会一条路走到底!敢于冲破藩

篱、义无反顾的精神气质，造就了近现代的湖南人才群体。考察湘人的言行，就会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刚烈和韧性，那股蛮力

和倔劲。可是，湖南这块热土开发得比较晚。清朝中叶以前湘人出头者屈指可数，只是到近代才有活力和生机。自从王夫之、

曾国藩、谭嗣同以来，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学风，十分注重引导人们走向实政、实用、实行的经邦济世之路。贵实践而耻

空谈，主张通家国天下治安之计，方能够“出为良臣，处为良士，经邦济世，治军治国”,做出一番事业来。 

湖南人在近现代为何突然“发力”?单纯从地理位置上解读尚缺乏说服力。湖南人才迅速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离不开教育

发力，其中一师功不可没。作为湖南这块热土上的人才培育基地，一师的前身是创办于南宋被誉为湖湘文脉渊源的城南书院。

当年，国家落后挨打、民不聊生、民智蒙昧的状况，迫切需要来一场“大变革”。可是，国内尚缺与变革相适应的经世之才，

急需兴学育才。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把师范教育推上了历史舞台，一师秉承其固有文化底蕴，切入时代大势，成为了湖南兴学育

才的基地。毛泽东等人的建党初心或革命初心，受一师的熏陶。 

在“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的摇篮，一师早期学生多来自湖南农村，是一群乡村知识分子、自耕农和小商人的子弟(当时不

招女生，现在女生多于男生)。他们对中国的落后状况、社会矛盾有切身体验，怀着强烈的变革社会愿望，脱颖而出。毛泽东、

蔡和森、何叔衡、陈昌、李维汉、任弼时、夏曦、郭亮、张昆弟、罗学瓒……是这群学子的佼佼者。他们修学储能，为了锤炼

意志，“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为了探求真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通过读“无字之书”(调查研究)确定人民

情怀、成立新民学会发出了“建党先声”。虽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学生“出类拔萃”离不开教师“阵营整齐”。一师有

一批师德高尚、学问扛鼎的师资，如孔昭绶、易培基、杨昌济、黎锦熙、杨树达、方维夏、徐特立等，此后又有李达、匡互生、

田汉等名师。一流的师资，保障了兴学育才的质量。当年一师的教育传统和教学理念——“德智体”三育并重，德育为先；践

行民本主义，强化爱国教育，成为兴学育才的又一原因。正是一师等学校积极参与了诸多现代新观念在 20世纪前期的传播，从

而“促进了激进主义的兴起，为精英人士中新的政治运动提供了背景和动力”[13]。 

如果说“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也可以说“半部中共党史由湘人写就”。人们常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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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斯——湖南湘潭的韶山冲，长于斯——湖南第一师范，实际上是“韶山出了个毛泽东”或“一师出了个毛泽东”。韶山是毛

泽东出生的地方，一师则是他求学和世界观初步形成的地方。1950 年，毛泽东与周世钊谈话，盛赞母校对自己的培育。毛泽东

在一师求学和工作了 8 年，与杨开慧结婚也在天鹅塘青山祠一师教工宿舍，因此对母校感情笃深。他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

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14]

试问，中国有哪所学校得到过如此褒奖!此外，李维汉说过：“一师的校史，既是一部教育史，又是一部革命史。”[15]谢觉哉也

说：“湖南新文化之花，完全在第一师范。”[6]169 

从上可知，以一师优秀文化为源头、以一师为载体、以一师学人为主轴，通过湖南建团建党的革命实践，揭示出毛泽东、

蔡和森等人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在五四时期，一师学人形成了“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务实学风，“要做

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谦逊态度，“忧国忧民、投身革命”的爱国情怀，“艰苦奋斗、勇于担当”的创业作风，“信

仰坚定、纪律过硬”的党性修养，“理想高尚、砥砺成才”的育人精神，“聚力成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百折不挠、

敢于胜利”的斗争精神，“救国救民、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投身到中国革命事业中。新民学会当年提出的“改造中国与世

界”,与今天形成的“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国家谋富强、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一脉相承。不忘初心，方得

始终。中国共产党已从起步时的 50多人，发展到现在拥有9500 多万名党员、460多万个党的基层组织，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执政

党。如果说一师是毛泽东等人“建党初心”萌发之地，那么南湖红船则开始了中国共产党起航。上海造船，南湖起航，党从这

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继续奋斗正当其时。今天，弘扬建党精神，就要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前进力量，

从而更好地肩负起自己责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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